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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营造与宿舍共同体的生产

———以恒源纱厂《人事科女工管理处记事》

为核心的分析

司文晶　宣朝庆

提要：宿舍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制度创造。本文通过对２０世
纪３０、４０年代恒源纱厂女工宿舍的研究发现，国家、工厂和女工为应对各自
的危局与困境，基于各自的结构势态分别对宿舍进行文化范畴的重新定义，

结果却促成了工人宿舍共同体的产生。本研究探求女工宿舍共同体的生产，

目的是发现工人以正式制度为基础营造有利于自身生活的非正式制度的基

本逻辑，进而理解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制度再造现象，为以人为本的城市

建设工作提供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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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工人居住问题是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遭遇的紧迫问题。早期

的城市化过程中对贫民居住问题的讨论可追溯至１７世纪英国《旧济
贫法》中《居住法》的相关规定（高潮、徐滨，２０１１），工业革命后的讨论
则进一步聚焦于工人群体居住状况及其与工作的关系问题（派克，

１９８３：２９－３０；恩格斯，１９５６：５８－１１５）。宿舍作为解决工人居住问题的
重要手段，在中国已有百年的历史。学界认为，宿舍在为工人提供栖居

之所的同时，也成为国家、资本争相发挥作用的场域。在后发型现代化

社会中，国家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制度模仿和创新方面积极而活跃。

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民国政府将宿舍建设作为削弱工人运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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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措施，倡导劳工宿舍和劳工新村建设。

当工厂成为国家开展文明教化的试验场时，宿舍也成为协同国家将劳

工培育成为现代公民的重要场所（杨可，２０１６）。也有一些学者观察资
本对宿舍的控制。企业为了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强化对宿舍的生

产控制，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其结果是引发“宿舍劳动体制”，使劳

动生产和日常生活再生产高度重合，迫使劳工服从于资本剥削，宿舍由

此成为压制—抗争的冲突空间（任焰、潘毅，２００６；魏万青，２０１１；Ｎｇａｉ，
２００７；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３）。

无论是从国家逻辑还是从资本逻辑观察工人宿舍，都有很强的解

释力。近代以来，国家从秩序控制入手，对包括工人宿舍在内的各种空

间形式进行改造，以提升政权合法性和实现现代化目标；资本则从利润

增殖出发，重视对工人宿舍的控制，自然也引发了工人群体利用宿舍进

行抗争。上述研究已经显示，国家、资本和工人群体在工人宿舍的建

设、运营、管理、使用过程中，都可能根据自身需求和知识图示援引不同

的规则与资源，对宿舍空间进行重新定义，宿舍也由此变成具有多种属

性的空间。因此，工人宿舍作为一种工业化设施，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场

域中不断接受各种主体的价值附加，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文化创造物。

这一过程或可简称为文化营造。“文化”在此具有“工具箱”（Ｓｗｉｄｌｅｒ，
１９８６）的意涵，它是意义的符号集合，既包括信念、仪式、规范、制度等
正式文化形成，也包括语言、故事和日常生活惯例等非正式文化形式。

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对这些工具进行多种组合，形成“行动策略”

（Ｓｗｉｄｌｅｒ，１９８６）。“营造”是对各种文化工具的组合活动，包括设计、经
营、建设等行为，目的是要满足人类的物质生活需求，更是要满足社会

秩序建构的需要。就工人宿舍而言，已有研究说明，国家、资本和工人

群体等主体在营造活动中援引各种文化工具，使宿舍空间迎合各自的

需求，但秩序达成似乎并非那么容易，工人的生活、企业的目的也没有

更好地改观。那么这些主体有没有可能达成某些共识，使宿舍空间呈

现新的形态，能在满足各方需要的同时形成一种秩序呢？

民国时期天津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恒源纱厂”）的女工

宿舍较好地回应了这个问题。本文是对其女工宿舍的研究，核心材料

是《人事科女工管理处记事》（下文简称《管理处记事》），由当时负责

女工宿舍的舍监撰写，也有人事科对一些情况的批复。记事时断时续，

跨越自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４６年的十年时间。该档案存放于天津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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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分四卷。① 从中能看到宿舍里女工例行化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如进厂、上下班、吃饭、娱乐、购物等，还可发现宿舍中的情感投入、团体

生活以及正在孕育中的民族国家观念。在核心材料之外，本文也使用

了与该厂相关的简史、会议录、人事科日志②等档案资料以及来自民国

期刊、社会调查、回忆录的辅助材料，以便把女工宿舍置于具体的历史

场景之中，呈现国家、资本（工厂）和工人群体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

互动关系以及它们对宿舍进行的种种文化营造活动。

从相关资料来看，在女工宿舍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存在不同地区、

工种、车间的女工们的互动，那些直接与工人打交道的基层管理者（舍

监、科员、科长等）、附属人员（工匠、医生、岗警等）以及经理、厂长、董

事等高层管理人员，也都沿循各自的角色或职位要求与女工互动。③

那些接近女工群体的基层管理层人员角色丛比较复杂，比如看厕工可

能同时担任女仆和搜检工的角色，舍监偶尔兼职教授女工课程。在女

工与女工之间，女工与基层管理者之间，存在着以宿舍为核心空间、以

业缘中的友情为主要纽带的宿舍共同体。

共同体是对情感取向的互助型、和睦型社会关系的构建、想象和体

验，它试图通过社团和社区重建，实现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给予人们

安全感与确定性。④ 作为关系意义上的情感共同体，宿舍共同体通过

共情与互助，模仿、移植、再造传统家族化的亲缘、地缘纽带关系，构建

业缘基础上的友情关系，充实“家庭化”的宿舍集体居住关系。作为组

织意义上的社团共同体，它强调工厂中由各个行动主体参与和实践的

７７

专题研究 文化营造与宿舍共同体的生产

①

②

③

④

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科女工管理处记事》档案在天津市档案馆的案卷号分别是

Ｊ０１４６－１－００００１５、Ｊ０１４６－１－００００１６、Ｊ０１４６－１－００００１７、Ｊ０１４６－１－００００１８。
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科日志》在天津市档案馆共有六卷，案卷号分别是 Ｊ０１４８－
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７、Ｊ０１４８－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８、Ｊ０１４８－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９、Ｊ０１４８－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０、Ｊ０１４８－
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１、Ｊ０１４８－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２。由于该资料在内容上与女工生活关联性不强，因此
只作为辅助资料使用，和管理处记事相互补充。

从结构的观点来看，不同的位置和角色为行动者赋予了行动意向，他们会沿着各自的结

构位置要求进行不同的角色扮演。

共同体既可以是基于本质意志（中意、习惯、思想）而形成的家族共同体、乡村共同体、

精神共同体（滕尼斯，１９９９：５８－９４），也可以是基于利益和身份的阶级共同体（马克
思、恩格斯，１９７９：４９８－５０３）和政治共同体（韦伯，２００９：１３２－１３６）。本文从关系和组
织两个角度对共同体进行理解。关系视角下的共同体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情感和

睦关系，“尽管有种种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滕尼斯，１９９９：９５）。组织视角下的共同
体研究着力于职业社团和社区建设（哈勒维，１９９６：７３３；李强，２００６；帕克等，２０１２：１０３－
１１１）。



社团和集体活动，参与这些组织化活动对女工日常生活体验、现代生活

观念形成、知识图示和技能形成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由此言之，宿舍

共同体的生成机制至少包括共同生活、守望相助造就的情感生成机制

和以社团和集体活动为依托的组织生成机制。如果再进一步将宿舍共

同体置于文化发展与历史变迁的大进程中来看，宿舍共同体生产实则

具有“结构二重性”（吉登斯，１９９８：８９－９３），通过角色互动和文化营造
而处于不断结构和再结构化过程中。结构的持续性往往表现为文化、

制度的延续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心理结构，它们也将在再结构化中被重

新构建或定义。换言之，作为一个文化创造物，工人宿舍和宿舍共同体

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渗透着结构，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暗含着

“过去”的制度痕迹和心理结构（应星，２０１７）。它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
化的发展而诞生，既有时代局势的助推，又受中国人传统文化心理结构

的驱动。这是宿舍共同体生成的结构机制。

二、宿舍共同体：“家庭化”管理与和睦关系的构建

（一）女工宿舍的扩大
天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全国第二个棉纺织工业大城市，建

立了机器针织业、提花业、帆布业、线毯业、织带业、毛巾业等１２个专项
织造门类，至１９２８年纺织厂家达１４０７家，总资本２６８７０５万元，居天
津各行业首位［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２０１５］。其中，恒源纱
厂建于１９１９年，资本额４００万元，发起人为曹锐（又名曹建亭）、边守
靖、张瑞廷、宋文轩等，是当时天津六大纱厂之一。１９２６年之前，纱厂
经营颇有盈余。１９２７年后，受政局、金融、棉贵纱贱等因素的影响，恒
源纱厂亏损巨大。为遏制亏损，它以纱厂地基、厂房、厂内仓库和一切

房屋等作为担保品，获得了包括金城银行在内的八大银行的借款。到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又因洋商进口纱布倾销、自身管理不善等问题，恒
源纱厂营业状况一直不佳，一再延缓债务偿还，中国、金城、盐业、中南

等银行因长期收不回欠款，不得不在１９３５年委托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
组建的诚孚信托公司代管（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市档案馆编，２０１０：
３８５－４４０）。１９３６年初，恒源纱厂重新招工开业。１９４２年底，因纱价
增长，盈利增加，工厂所欠旧债本息一并清偿。但因缺乏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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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源纱厂再度向银行团借款并由诚孚公司管理。１９４３年续订契约期
满后，继续由诚孚信托公司代管，在此期间受日本统制政策影响，营

业环境不佳。至１９４６年２月，工厂以历年的经营余利偿清各项债券，
收回自己经营。①

关于纱厂女工的《管理处日记》基本发生在诚孚信托公司代管期

间（１９３６－１９４６年）。原本天津各纱厂风气未开，雇佣纺织女工较
少，②所以１９３５年以前恒源纱厂女工宿舍不多。③ １９３６年初，该厂债权
管理会派曾伯康为副经理兼厂长，卢统之为副经理兼事务所长，代为管

理恒源各项事务（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市档案馆编，２０１０：３８５－４４０）。
在边守靖、曾伯康等人的领导下，恒源纱厂取消“把头”包工制，招募女

工取代男工。为此专门从上海招来大批熟手女工，并在天津附近的宝

坻、杨柳青和保定招揽部分十三四岁的女孩作为养成工，也就是生手女

工（刘续亨、宣益膚，１９９７）。当时，恒源纱厂工人２０００余人，１９３６年４
月女工人数增加到１２００多人，至１９３７年１月达到１６００多人（佚名，
１９３６ａ，１９３６ｂ）。除清花部是男工外，粗纱、摇纱、打包等全由女工负责
（佚名，１９３７）。为适应工人结构变化，该厂将宿舍全部改为员工宿舍，
家属不再纳入工厂宿舍供给范围。④ 劳工宿舍的符号意义由此而被诸

多主体重新定义，呈现出不断调整和意义附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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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４９，《民国８－３７年建厂历史沿革》，天津市档案馆，案卷号
Ｊ０１４６－１－０００００３；胡梦华，１９４６０４１３，《为接受恒源编织厂日期事致恒源编织股份有限
公司的批（附公司呈文）》，天津市档案馆，案卷号Ｊ００２５－２－００１４２６－００１。
天津雇佣女工人数较少是与全国相对而言的。据调查，到１９３３年全国共有１５８２５家工
厂附设工厂宿舍，其中２６家为国营工厂，而私立工厂中有４３％（共６８６５家）属于纺织工
业。这一时期，符合工厂法定义的工厂共雇佣 １９５１７２２人，寄宿在宿舍中的劳工达到
５４７５７７人，其中８１％为女工，而在所有寄宿劳工中，８７％（约４７４０００人）属于纺织行业
（佚名，１９３５）。由此推测，这些工厂宿舍应吸纳了相当比例的女工。１９３０年１月，天津
工会会员有２８４０６人，其中男会员２５５３２人，占９０％；女会员１９１１人，占６７％；童工会员
９６３人，占３３％（天津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１９８９：１１４）。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恒源纱厂建有三大宿舍区，其中第一宿舍离厂较近，有平房２２３间；第
二宿舍有楼房和平房共２０００余间，工人仅用了约１／３；第三宿舍有楼房宿舍８４间、平房
２４间，可以对外租赁。１９３０年，第一宿舍应工会要求改为劳工家属宿舍，住有１２０余户，
５００人左右；第二宿舍有劳工１２３０人，第三宿舍有劳工８００名（吴瓯，２０１０：４９９－７５４）。
在随后十年中，女工人数起伏变化，呈“Ｕ”字型变动，１９４３年曾一度跌至２００余人，至
１９４６年有所恢复，再次攀升到千余人。从女工占比和分布看，１９４６年女工人数占全体工
人数的７／１０，新招工人多１３－１５岁，她们经考试成为养成工，毕业后可为正式工人（参见
高峻簊、焦野贤，１９４６０７２７，《为报告视察恒源纱厂分工会工作经过情形事致社会局胡局
长呈》，天津市档案馆，案卷号Ｊ００２５－３－００５４２１－０２０）。



经过一系列整顿，①恒源纱厂１９３７年业务见好，当年盈利８７万元。
此后几年连年获利，偿清各种负债，还有所盈余（刘续亨、宣益膚，

１９９７）。这种成绩的取得，与招揽女工并对女工宿舍实行“家庭化管
理”、促成宿舍共同体的成长有着重要关系。

（二）家庭化管理
改组后的恒源纱厂为吸引女工入厂，以“家庭化”管理为目标，修

缮宿舍、饭厅、医院等设施。宿舍宽敞明亮，每间可住女工１２人，配备
上下两层的铁床，被褥、工作服由厂方供给，宿舍装有暖气；为保护女工

安全，还配有岗警，女工外出时需要换取牌子（郭凤崎主编，１９９９ｂ：
３９１－３９５）。宿舍设有管理宿舍的舍监，舍监多为师范学生，文化素养
较高，态度平和。从《管理处记事》上看，宿舍另外还设置了一些辅助

勤杂人员，包括女仆、老妈、勤杂工、洗衣工、搜检工、看厕工以及各种工

匠，所负责的事项包括清洗和修补被褥、门帘、窗帘，打扫公共卫生，对

女工私藏饭食、纱布等进行搜检，维修宿舍区域路面、管道以及其他生

活设施，种植和修剪各种花草植被，等等。

宿舍分配从最初的上级指派转向了按“关系”配置。本来工厂是

基于生产管理的需要来安排女工宿舍的楼层和房间，但女工们经常会

以同乡、亲戚、朋友为名串铺，私自调换宿舍。由于这种情况屡禁不止，

宿舍管理者在查明原因后改变初衷，以宿舍为单位按关系进行居住分

配，满足女工们的情感需求，同宿舍居住者可以是同乡，也可以是亲戚，

或两者兼而有之（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ｂ：１０５）。时至今日，劳
工宿舍中依然涌动着血缘、地缘等情感共同体纽带的力量，其中折射出

来的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管理的关系值得企业管理者深思。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女工以宿舍空间为聚集地而建构起来的宿舍共同体中交织的血

缘、亲缘关系已不像先前她们的农村家族里那样完整并富有约束力，而

是加入了个体的友情关系，血缘、地缘等关系通常为友情关系的建立充

当媒介。在上海的纺织厂中，女工会学习男工的做法，相互之间按年龄

大小结拜为干姐妹，在午间轮流看车和吃饭，疲乏时相互照应，平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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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刘续亨回忆，除高薪聘请专家治厂、聘用女工之外，恒源纱厂还调整产品结构，增加设

备，实行计划生产管理，改进会计核算等（刘续亨、宣益膚，１９９７）。此外，银企合作下的
专家治厂体制（或者说职业经理人）也是帮助恒源度过危机时刻、重获发展的重要经验，

对此应当结合企业家精神进一步研究。



伴上下班以保证安全，休假时一起逛街、听戏，合作照顾儿童、做饭、做

家务，遭逢大事时提供人力和资金上的支持（Ｈｏｎｉｇ，１９８５）。家庭化的
宿舍管理为离家进厂的女工提供了暂时的安全港湾，以暂避陌生而充

满风险的城市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她们利用个体所拥有的亲缘、地缘

和友谊纽带充实宿舍空间，构筑起宿舍共同体，为自身提供物质和情感

支持，以临时替代家庭的保障功能较好地应对了现代都市和工厂的种

种风险。

家庭化宿舍管理为女工宿舍创造出了相对融洽和谐的纵向关系。

遇有生病的女工不能去餐厅吃饭时，舍监会让其他女工帮她带饭，并去

慰问病情，有时还负责给女工授课。负责搜检女工的卢妈、黄妈执勤很

是严格，严查偷馒头、偷线、偷纱等越轨行为，不少女工为此受到纪律惩

戒，但由于她们在承担搜检任务的同时还兼职打扫卫生、缝补门帘等其

他勤杂事务，所以她们与女工之间也并非简单的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

面对女工们争斗、打闹或违反纪律的行为，舍监或进行调解，或予以罚

款，甚或将其外出牌子挂起不准其出厂。身份的多重性让她们在面对

女工时需要拿捏管理与服务的分寸，相互间的地位差距或界限并不鲜

明。女工们对制度、规约也往往会采取灵活变通的策略。从《管理处

记事》上看，纱厂每日早晚各有两次振铃，晚上二次振铃后要求回宿舍

休息，不准再喧哗或到院中玩耍。但实际生活中，不少女工在振铃休息

后仍溜到院中纳凉、聊天或玩耍。特别是夏天的晚上，天气闷热，情况

更是如此。女工宿舍附近所种的葡萄、石榴、海棠在结果或盛开时，也

常被女工们违反规定摘去（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ａ：５１－
１２６）。①

那些体现劳资关系紧张的集体抗争行动在恒源纱厂似乎并不明

显。管理者对女工的不满情绪保持关注，并力争妥善解决。比如，女工

对经常吃窝头表示不满，在车间联合实行关车罢工，经过交涉，工厂给

每位女工补发馒头，并提供了包子，这让女工的情绪十分欢悦，她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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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日常叙事在管理日记中多有记录。例如“后楼院中石榴树结三个石榴，昨日还有，今

天早晨看一无有，嘱咐在舍停工之女工不准摘取，再发现定重罚”。“不出厂之女工在舍

中做活计或捕臭虫，有的在葡萄架下逗留……今日天气炎热，二次铃振后，女工们在院中

风凉，仍不肯回房中休息，到十时半均赶入房中睡觉”。“今下午做夜班刘妈和新来女仆

王净洁在戏台做棉被５条，晚间令刘妈代领写人数散手纸”。“准备、整理放半工，舍外秋
千装好，中午养成工休息一小时，争玩；院中春色满园，各花含苞待放，禁止女工花中玩耍

以免攀扦花木”（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ａ：６６、７５、８０、１００）。



条件满足后就即刻开车。① 每到中秋佳节，工厂都会照例给每个工人

发两块月饼，违背常例不发月饼时也会遭到女工的抗议。② 一般来说，

她们的日常餐饮比较丰富，主食分地域供给，北方以馒头和面食为主，

南方以大米为主，节假日时会有所增加；对端午节仍留在工厂中的女

工，午餐提供白米饭、白面馒头、猪肉烩冬瓜。③ 日常饮食也时常变换

样式，有面汤、窝头、馒头、包子、地瓜、烙饼等。为改善女工的伙食，饭

厅偶尔也组织女工一起包饺子，人数甚至多达３００余人。④

恒源纱厂女工宿舍整体上展现出的温情关系显然有别于简单的文

明教化或权力规训空间，呈现为多元权力主体共同参与下的合作样态。

这些在宿舍共同体中并存的众多行动主体，既包括来自不同地区的女

工，更有诸如科长、教师、舍监、搜检工、看厕工等基层管理者。在家庭

化管理的要求下，他们也在宿舍空间中做出情感投入，并通过组织化活

动与女工构建起频繁的日常交往。对比《管理处记事》和《人事科日

志》两个文本可以发现，前者在记录中所呈现的温情面相广泛弥散于

女工与女工之间、女工与舍监及其他辅助人员之间，同时还体现在宿舍

管理者提醒女工注意天气所使用的词汇中，对女工生病、请假、玩乐的

点滴记事中，以及对勤杂工拆洗被褥、修补帘子和管匠、花匠、后勤工维

修水管、地面、锅炉的描述中。⑤ 如“新到上海工五名……虽熄灯，她们

要求洗澡，念其远路风霜，允之……但睡至一点多，有三名将席被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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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女工虽然日常伙食颇为丰盛，但包子、饺子等食物对她们而言仍然较为难得，因而在就食

或参与相关活动时均颇为喜悦。“中午通勤女工不领窝头，车间男女工罢工关车，与厂方

交涉条件。女工等皆进车间。调解四时开车，四时半补发通勤女工馒头每人一份”。

“晚饭女工吃馅包子，欣欣进食，饭毕出厂共计一百三十八人”（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３６ａ：１０５）。
“今日八月十五日，女工们三分之二在厂中过节……今年中秋节情形特殊，没有女工们月

饼。吃完饭毕有来管理处问每人给几个，有在院中大嚷。管理处大门都堆满，女工们要

月饼，尤其是年岁小点的”（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ａ：８６）。为节赏而发生的怠工
行为也时常发生（参见天津市政府市长张廷锷，１９４６０９１８，《为恒源纺织厂工人怠工经排
解复工事给市警察局的指令》，天津市档案馆，案卷号Ｊ００００２－３－００７４２４－００２）。
“今日休息一日……八时早餐后，本埠女工纷纷出厂回家过节。午饭时出厂者均未返厂，

只有少数人在厂。午餐还是白米饭、白面馒头、猪肉烩冬瓜，女工甚感满意。午饭后外埠

工出厂购物者不少”。“今日端午，八时早点。络绎出厂多带白布一份。中餐吃白米饭。

每人一碗肉菜，就餐共二百一十六人”（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ａ：６１、１０９）。
“女工下工后集饭厅包饺子，七时半煮熟，振铃开饭。三百人同食，厨房供不应求，秩序紊

乱，尚有未饱者，饺子已尽，结果不甚圆满而散”（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ａ：１０８）。
《管理处记事》是舍监对女工每日生活的简单工作记录，不时交由人事科领导批阅，因此

具有碎片化和无中心性的特征。在《记事》中，宿舍共同体的朴素共情多为简单的词句，

此类记述广泛分布在文本各处，从中可以略窥女工日常生活中的朴素情感表达。



廊下睡，经唤醒告诉她们睡洋灰地容易得病，使到房内去睡”（恒源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ｂ：１１８）；中秋节“养成工多有未返者，有的余一
二女工，胆小不敢宿，故暂将彼等聚在一房间内睡以免害怕”（恒源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ｂ：１３１）；女工打架时“张秀英大声啼哭……叫到
办公室，经劝解后送回卧室”（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ｂ：８８）；“今
日女工之来信较每日为多，因方言之不同读信时颇感困难，替女工写回

信亦颇别扭”（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ｂ：２１２）；“早五点三刻查宿
舍时，凡室中日夜班未上工者，皆将姓名工号记下，送交人事科；无大毛

病者，劝其上工；确实有病不能上工者，令其至车间请假；或因特别原因

不能工作者，得由舍监调查属实，准假，通知人事科再转车间”（恒源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ｂ：２１６）；“吴银囡住院，厂中饭吃不下，□□金妹
在河边公馆做一碗面汤，送往医院”（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ａ：
５１）；“３０４王舍英病车间，准回舍休息，中午饭也没吃，我（注：舍监文
铮）到房中看她病状如何，不要紧，睡一天觉就好，令□□盛一碗稀饭
送到房中”（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ａ：６０）。从宿舍日常生活和
集体活动的点滴记录中，不难发现宿舍所体现出的复杂关系以及工厂

权力结构，其中情感投入与和睦关系似乎构成了宿舍生活的主线。

不可否认，女工宿舍也会发生矛盾冲突与越轨行为，如个体间的打

架斗殴、吸烟偷窃，上海女工和来自保定、天津等不同地域的女工之间

会围绕饭食、工资发生冲突，①女工也会对管理者不满，但这些冲突通

常强度不大，会以训诫、罚款而告终。恒源纱厂的日常管理措施还是比

较严格的，包括午间或晚间对养成工及熟工的训话，吃饭、睡觉、进工、

退工的时间安排，以及对偷窃、打架、摸纸牌、聚赌等越轨行为的各种罚

则等。虽然有比较完善的管理措施，但是《管理处记事》中很少出现严

厉的惩戒或斥责话语，女工的出勤记录仅有“住厂工”“查到工”两项。

与之相反，《人事科日志》则把女工的出勤作为记录焦点，条目细化，分

为“本厂女工统计”“退工女工统计”“实到女工统计”三项，在“本厂女

工统计”项下，又分为“住厂”“通行”“退工”统计；在“退工女工统计”

项下，依据不同工种（如粗纱、细纱、成包、摇纱等）和生手、熟手又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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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恒源纱厂招募大量上海熟手女工来津做女工头，指导本地和保定女工的工作，不过在几

个月的时间内上海女工多以水土不服为借口回到上海，仅有少部分留下来继续工作。相

比北方女工而言，上海女工多是技术熟练、工资优厚，在厂内地位较高，服饰摩登，谈吐都

市化，因此不免招致其他女工不满，但她们也在无意之中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模板。



多项；在“实到女工统计”项下，对住厂、通行、实到、住院、请假、休工

等分别进行详细统计；在记录内容上，以进工、退工、逃工、生病、请假

等具体管理事件为主要内容，“滋事”“禁止”“训导”等严厉的管理话

语不断出现，反映出生产管理者与宿舍管理者之间的记录存在明显

差异。

应该从档案本身所体现的知识权力来分析这两种档案的差异。对

材料本身的文本分析是底层研究的重要内容，如何在碎片化的日常生

活记录中解读叙事背后的故事和逻辑至关重要。查克拉巴提（２００５：
１２－７８）认为，需要研究文献“不言的”部分，且需要从经济因素和文化
因素两方面入手对文本进行分析，尤其是要注重后者的作用。他在对

马克思的资本和劳动研究进行讨论时，将工厂规章和立法的文件，如登

记注册、罚款簿、考勤表等视为督导者或工头在资本控制下的权威和权

力的体现，这些文件产生了关于劳工阶级的知识，也意味着一种特别的

权力文化的生产。随后，他在对印度和孟买劳工规章制度的比较研究

中指出，文化因素直接影响了政府和工厂对劳工文件生产的态度。同

样的，恒源纱厂的《管理处记事》和《人事科日志》在本质上都是工厂管

理权力的体现，前者更多地展现出工厂宿舍管理者在宿舍家庭化管理

方面的人性化实践，后者则表现出人事科职员在工厂生产管理中的强

势地位，反映了文本知识生产中权力的不对称性。

（三）女工的社团活动
女工各种社团和社交活动，如俱乐部、国剧社、消费合作社、歌舞

团、补习学校等在以宿舍为中心的饭厅、医务室、运动场等功能性区域

展开，有助于宿舍共同体的发展。

俱乐部在重构女工工余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３０年，天津
市要求企业加强劳工俱乐部建设，以丰富工人业余生活，摒除不良习气

的影响，维护工人身心健康，提高工作效率（郭凤崎主编，１９９９ａ：３８－
３９）。在天津沦陷期间，日本控制下的各重要工厂一切群众活动都被
禁止（佚名，２００６：１８８），恒源纱厂的俱乐部则办得非常好。它每日提
供四份报纸供女工阅读，有风琴等乐器供女工练习，还举办戏剧活动，

并提供各种戏服、道具。从《管理处记事》的记录中发现，女工对俱乐

部活动的参与很是积极。俱乐部以戏剧活动为主，有时半个月就会举

办一次。女工自己成立了国剧社，备有刀枪鞭等道具，感兴趣的女工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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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缴纳少许会费就能成为会员。在一次中秋节前，女工排演《奇双

会》，管理人员敦促各位演员要经常到俱乐部去练习。在另外一次演

出中，女工先是提前用一周时间进行数次彩排，还自费花十几元钱购买

了胭脂粉，又从修机间请来小工收拾台上道具，请朋友印发传单，连家

属也参与到准备活动中。这次演出声势浩大，连续演了《打金枝》《麻

姑上寿》《四郎探母》等剧目，主演、配角、龙套齐备，全体演员都非常认

真，人事处的柴科长也应邀到场观看。在不久之后的端午节，又举办了

一次戏剧表演，事后照片张贴在管理处供女工浏览。有时演剧活动会

持续一天，剧目多达五六个。除了上述剧目外，其他常演剧目有《打渔

杀家》《红鬃烈马》《连营寨》等。为照顾夜班工人，工厂还会安排其他

场次的演出以满足工人需要。有时经理或其他管理者也会客串角色，

一起登台表演，剧社成员还曾受邀和工厂经理一起到戏院观戏，体现出

工厂的上下垂直连通性①在提高，这是兴趣社团发展的重要成果（恒源

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ａ：５１－５３、６１、７６、９０，１９３６ｂ：１２４－１３０）。此
外，工厂所选择的戏剧活动多具有“群演”特征，发挥着团结不同层次、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工人的作用。相对于足球、篮球、排球等男性技术

工人颇为喜爱的运动或者缝纫、编织等女工喜好的活动，戏剧的受众相

当广泛。当时的调查显示，在天津塘沽的久大精盐厂和永利制碱厂，听

戏和说书是最受工人欢迎的业余活动（林颂河，１９３０：１６０／２５８）。戏剧
活动可以给工人提供文明娱乐的机会，保持精神健康和愉悦，有利于增

加生产。②

戏剧本身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意义，从侧面反映出工人的家国意识。

早在２０世纪初，梁启超、陈独秀等人就发起戏曲改革运动，试图通过戏
曲戒除恶俗，宣扬新文化和新知识，动员革命（李孝悌，２００１：１６３－
２３３）。天津沦陷后，戏曲作为抗战的宣传手段在天津颇为兴盛（郑秀
琴，２０１７）。《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等故事表现出同样的叙事结构，即
因各种原因离开故国，并在多年后回国，委婉表达工人们“身在曹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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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学者使用“垂直联系”来指称存在于工厂车间里上下级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认为这

种关系通过选择性的私人依附与效忠打破了工人阶级的整体性（华尔德，１９９６：１－２９）。
本文进一步认为，工厂中确实存在上下级关系，但随着各种活动的展开，行动者的角色复

杂化，上下级关系不再泾渭分明，而是出现了上下联通，其中娱乐活动尤其能体现出黏合

剂的作用，有利于加强上下级之间的情感联系。

天津市政府社会局长，１９４６０８０７，《为组织国剧社准予备案事致市棉纺织业产业公会恒源
纱厂分会批（附原呈）》，天津市档案馆，案卷号Ｊ００２５－３－００５５８９－００１。



在汉”，心系祖国，忍辱负重以报国耻家仇的志愿。①

除了俱乐部活动外，女工也会选择性地参与工厂举办的其他活动。

例如，工厂在晚间利用饭厅给工人们放映的《阮玲玉》《壮志凌云》《王

先生奇侠传》等影片就颇受欢迎（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ｂ：４１、
５１、９３），工人还一起在饭厅参与工会组织的消费合作社理事和监事的
选举，组队参加劳动节的纪念活动，购买消费合作社出售的彩票、物品

等（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ａ：１１４－１２２、１９３）。② 工厂所办的补
习学校同时面向女工和男工，分为四个年级，按甲乙两班授课，甲班从

晚上七点半开始上课，乙班从八点半开始，学生有百余人，女工所用的

文具书籍由合作社从北平购买。由于她们大多来自底层家庭，学习习

惯较差，加之工作压力大，“女工上学三分钟热度，每日退学者累累”

（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ａ：１１３）。为敦促女工们认真学习，管理
处要求“补习学校女工不准无故退学”，并将“每次不到之女工，放学后

招至管理处，初则警告再则处罚”（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ａ：
１１６、１１９）。从受教育水平看，高级班学生通常较少，多数集中在初级
班（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ａ：１１１－１２０；１９４０ｂ：１３２－１３３）。这与
时人调查所显示的女工整体的教育水平相符（吴瓯，２０１０：５３５）。

社团建设与集体活动有助于提高女工的组织能力。在传统社会

中，女性往往处于弱组织化状态，而男性织工、工匠等则能通过行会、公

会、公所等共同体组织为自身争取利益，表达集体诉求（裴宜理，２０１２：
３４－５１）。以俱乐部、补习学校、消费合作社为代表的集体文娱和经济
活动的开展，为女工创建新的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提供了契机。在

宿舍俱乐部、歌舞团等社团中，女工不再是组织的边缘性人物，而是引

导目光的焦点人物，她们热情投入，化妆、排练，准备道具，广泛宣传动

员，不分上下级、性别、班次、工厂内外，可以说整个工厂及工人家属都

参与到了戏剧表演等活动中。共同的演出经历有助于在女工与女工之

间、女工与其他管理者之间构建紧密关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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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时在天津地区也流传着《木兰辞》《满江红》等民谣、歌曲，《苏武》更是家家户户传唱，

激励着爱国情感和必胜信心（张肖虎，１９９５：６２）。
消费合作社是工厂办理的廉价商品销售店，在各大工厂广泛存在，为工人提供米面、蔬

菜、水果、褂衣、袜子、肥皂、毛巾、药品等各项物品，还代为采购补习学校需要的文具、书

本、教具等，多由工厂出资兴办（参见天津市政府社会局付馀伦，１９４６１００４，《为报告调查
恒源纱厂消费合作社社务等概况事致社会局局长签呈》，天津市档案馆，案卷号Ｊ００２５－
３－００２８１４－０１８）。



的权益。

综上所述，女工在接受家庭化宿舍管理的同时，将企业的“家庭

化”宿舍管理纳入自己的生活世界中，将宿舍定义为共同体。这是由

女工作为行动者的地位决定的。企业的行动取向并不能代表女工们的

志趣，在同一体系中占据不同位置的人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结构对

他们的影响，并以不同方式被结构所驱使的（休厄尔，２０１２：２０２）。在
日常生活中，女工们不仅将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植入宿舍空间之中，

还积极参与新型社团活动，组建趣缘共同体，增强阶级之间的社会交

往。这一宿舍共同体作为新的组织，有利于女工们弥补家庭缺失造成

的情感危机，并借此应对部分生活困难，营造安全感。因此，家庭化管

理提供的种种物质设施、制度设计和公共空间，成了女工营造宿舍共同

体的重要资源，被女工按需使用。如果进而把宿舍视为国家、资本复合

结构的产物，那么宿舍共同体则是对这种结构的资源性利用。

三、劳工保护与实业救国：宿舍共同体的政治场域

布洛赫认为，事件的真实性往往潜藏于深层历史中，那就是构成事

件背后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的历史（布洛赫，２０１８：４－５）。如果把宿舍
共同体的产生作为一个事件来理解，确实应该追踪宿舍产生的社会过

程，理解形塑宿舍共同体的场域。宿舍的产生是民国时期国家改善工

人居住条件、实行劳工保护政策的结果，宿舍共同体的发展也与企业家

的精神追求、企业的生存发展需求紧密相关。①

（一）国家实施劳工保护政策
女工宿舍实行拟家庭化的人性化管理，并积极兴办各种女工可以

参与的集体社团活动，与国民政府的政策、立场以及民族危机的时局变

化都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上台之后，积极倡导为工人提供宿舍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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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宿舍相关的心态分析应该包括国家意志、企业家精神、女工心态以及关于共同体生活

的传统等。因历史资料所限，难以切实而准确地把握恒源纱厂宿舍生活中的女工心态，

本文只能稍加涉及。



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劳工住宅建设运动。从各地的住宅建设政策设

计上看，住宅以新村或宿舍形式为主，配备相关辅助设施，如厕所、学

校、运动场、食堂、图书馆、浴室等。这些住宅或宿舍不收或只收很少的

租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移民的居住难题，满足了劳工的居住需求

（宣朝庆、赵芳婷，２０１１）。天津劳工新村的筹建工作是在１９２９年才提
上日程的。天津社会局希望仿照上海模范劳工新村进行建设，塑造友

爱、互助、洁净、勤俭节约的新风尚，建设一个高尚、健全的新社会（郭

凤崎主编，１９９９ａ：１２３）。为此，该局在公共浴室、贫民住宅建设上也多
选址于工厂附近，浴室完全免费，对贫民住宅仅收取少许费用（郭凤崎

主编，１９９９ｂ：１３７３）。劳工住宅建设运动在天津各大工厂中推行，久大
精盐厂和永利制碱厂都为工人提供工人室、工人村，实行自治管理（林

颂河，１９３０：６３－６８）。恒源纱厂的宿舍建设规模很大，是天津劳工住
宅建设运动的重要成就。

恒源纱厂的宿舍条件比较好。调查显示，恒源纱厂宿舍光线和空

气不错，卫生设施配备尚可，与六大纱厂中的裕大、裕元、宝成纱厂水平

相仿。后来的《管理处记事》也显示，女工宿舍配套设施较为齐全，有

洗衣室、洗面室，供水分冷热水。浴室每星期开放两次，在女工得疥疮

期间，浴室分时段开放，生疥女工每周一可以洗澡，普通女工每周三、周

六洗澡。工厂要求女仆每周三给澡池消毒。工作或日常生活中紧急患

病的工人可以到厂内医务室领急救水，病情严重的则转往市内公立医

院，舍监也会不时派人探望生病女工。针对霍乱等疫病，厂内医务室会

在防疫后给女工发放注射证书，并要求工人按时进行注射。为防治疫

病，凡是长时间请假不归或者无故离厂者，被褥都会交由洗衣工清洗，

留待新入住的女工使用。宿舍卫生始终被置于日常工作的重要位置。

舍监负责宿舍的日常卫生管理，敦促女工经常晾晒被褥，防止臭虫滋

生。有记录显示，女工与臭虫之间的战斗经常会持续整个夏天，有的女

工用明火消灭臭虫，几乎引发火灾，舍监不得不严令各宿舍在灭虫时不

得使用明火，而代之以开水。同时，舍监也会定期派小工分批清扫宿

舍。为培养女工的卫生观念和行为，舍监对初入工厂的养成工进行定

期的卫生训话，开展宿舍卫生评定，并根据不同等级分赏奖品以资鼓

励。对于这些年仅十三四岁且多来自农村或城郊的小女孩来说，这是

非常必要的引导。恒源纱厂的宿舍管理被视为模范，经常引来众多的

参观者。参观人员既有天津市领导，也有各色社会人员，如日本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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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省乡村师范学生、通县女子师范学生、工商学院学生、青年会人员

等。当时参观活动频繁，最多的一次一天接待六批参观人员。参观活

动也使宿舍管理进一步规范化，诸如通风、阳光、床铺叠放等衡量居住

环境的重要指标状况不断得到提升（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６ａ：
５３－１１８，１９３６ｂ：３７－４２，１９４０ｂ：１２４）。

劳工住宅建设运动只是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劳工政策的侧影，它与

其他劳工立法一起构成劳工保护政策，以争取工人对国家的认同，获得

政权合法性。此前北洋政府劳工立法方面并不积极，引发中国共产党

的强烈不满并于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６日发起劳动立法运动，发布《劳动法大
纲》，成为罢工高潮的斗争纲领。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为了竭力避免

发生大规模工人运动，也为了标榜自己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以实

际行动承担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的义务（彭南生，２００６），从１９２８年至
１９３１年先后发布了《劳资争议处理法》《工会法》《工厂法》《工厂法实
施条例》《团体协约法》《工厂检查法》等一系列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法

规。例如，国际劳工大会将工作最低年龄设定为１４岁，在北洋政府的
《暂行工厂通则》（１９２３）中规定“男子未满十岁，女子未满十二岁，厂主
不得雇用之”，而南京国民政府的《工厂法》（１９２９）第五条第一项则规
定“凡未满十四岁之男女，工厂不得雇用为工厂工人”。又如对女工的

相关保护，１９１９年国际劳工立法规定“工商业女工在生产前、产后六星
期，不得工作，而薪金须照常发给”，而１９２９年工厂法规定“女工分娩
前后应停止工作共八星期，工资照给”。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南京国民政府再
出台《工厂法》的修正版，要求以“劳资协调”为基调，处理劳资关系（衡

芳珍，２０１３）。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半期，世界经济危机滞后影响在中国显现，加上

１９３１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更使中国市场雪上加霜，经济衰退，企业
裁员、倒闭大量出现。因此，全国的劳工运动目标发生重大变化，从原

有的增加工资、提高待遇转为反对裁员和工厂歇业（王奇生，２００１）。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倡导劳资两利、劳资和谐观念，呼吁工厂

在维持基本生产的情况下通过降薪或缩减工时代替裁员，以应对市场

环境和国际时局的恶化，尽量减少工人运动。１９３３年，天津棉纺行业
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掀起了持续的工人运动，以抵制工厂的裁员、减薪

行为。为化解社会危机，天津社会局召集劳资双方代表进行劝导，经多

次协商后，最终达成折衷方案，将薪酬由厂方提出的原工资７０％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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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提升为８５％。① 恒源纱厂也卷入到这场工人运动中，经社会局、银行
团、纱厂股东、工会等多方的反复商谈，最终在 １９３５年复工。② 在资
方、政府与劳工三方博弈中，政府的出发点是保障劳工最低生存标准，

维持社会治安，因此它虽然扮演的是劳资调节者的角色，但在一定程度

上和工人达成了隐性结盟关系。恒源纱厂较好地执行了这一政策，在

随后的沦陷期，工厂所遇见的各种危局和压力都未能迫使其停工，职工

生活待遇也优于日资的裕丰纱厂。③

（二）实业救国
近代以来，振兴工商业、发展民族经济，使国家富强起来，不再受外

强的侵略压迫，是当时有志气有远见的中国人的愿望和抱负（丁守和，

１９９３）。棉纱为民生必需，因此国内纱厂的兴办均多少与实业救国思
潮有关（王景杭、张泽生，２００４：１７３）。１９３３－１９３５年间的棉纺织业危
机促使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会向政府提议，由政府与金融界合作，

共同设立“棉业信托公司”，以支持华商工厂和金融发展。金城银行总

经理周作民认为，纺织业在我国工业中尚略具规模，历史较久，因受外

国摧残和掠夺，几至一蹶不振，应切实改进，藉图复兴（籍孝存、杨固

之，１９８１：１２２）。所以，在财政部以“财政不丰”为由拒绝设立信托公司
后，他和中南银行经理、交通银行的董事长胡笔江决定联合其他银行，

对无力经营、决意出售且无国人承受的企业，缺乏资金和人才的企业以

及产棉区想要设厂的企业进行投资（汪宏忠，２０００）。
１９３５年９月金城、中南两行收购和改组诚孚公司，④主营受托管理

动产和不动产，由周作民任董事长，迅即接受恒源纱厂作为诚孚公司的

受托管理工厂。诚孚公司以“延聘技术专才、改善设备、增加生产，以

经营合理化、管理科学化为标的”，竭力挽回民族工业的生存权，“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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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具体可参见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７日、２８日、３０日，５月６日，６月３日以及１９３４
年６月３０日的报道。
具体可参见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１日、１７日、２０日、２３日，３月２日、６日、７日、８
日，４月９日、１６日、１７日，５月４日，６月３日、２１日，８月１８日，１０月３１日以及１９３５年５
月１９日、２３日的报道。
地下党员方青１９４０年在日资裕丰纱厂做女工宿舍管理员，据她回忆，当时女工们生活特
别艰苦，宿舍潮湿，睡土砖炕，吃的是带着头发的杂合面，工人吃了都拉稀（中共天津市委

党史研究室，２００６：２０４）。
该公司原成立于１９２５年，最初由留英律师林裴成创立于天津法租界，提供理财服务，规
模较小。



保持民族工业之原气”，①为此聘请４０余名有志于民族工业发展的纺
织技术专家，整顿厂务，扩充和升级工厂装备，改革人事制度以及工人

结构，提高效率，发展生产，使恒源纱厂在 １９３６年下半年出现盈余，
１９４３年即还清历年的债务积欠。

这种成果的取得在当时确属不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纺织

业时时想进入天津，窥伺已久，未达目的。九一八事变后，天津纺织企

业奄奄一息，日商借帝国主义之势冲入天津，恒源成为六大纱厂中唯一

未被日商吞没的工厂。② 到１９３９年，日本占有并垄断了天津市场上
４／５的纱锭和９０％的布匹棉纱（墨农，１９４５）。恒源纱厂能坚持下来，未
被日资吞并实属不易。考察金城、中南设立诚孚信托公司的原因，虽有

在棉业萧条、各纱厂长期拖欠债务背景下，基于自身利益挽回债权的动

机（龚关，２００７；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市档案馆编，２０１０：３８５－４４０），但
周作民等人在看到日本纱厂蒸蒸日上、华商纱厂一片凋敝的情况下，试

图拯救民族工业，希望复兴华商纱厂、为民族工业争得一席之地的初衷

也不能忽视（季崇威，１９４８）。当此之时，恒源纱厂创办者们也出于民
族感情，提出宁愿少卖钱也要卖给中国人，而不能卖给外国人（天津纺

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２０１５），最终选择让诚孚公司托管。所以，虽
然恒源纱厂在雇佣女工时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因此才在工厂管理上创新企业文化，实施宿舍家庭化管理，尽量减少工

人流失，但是深层次上女工宿舍是实业救国理想和民族情感的产物，这

种爱国主义精神对工厂的上上下下均起到了相当的号召作用，产生了

利益契合和共同目标。③ 因此，女工宿舍共同体的产生与延续也是与

民族国家想象、爱国情怀的支持分不开的，蕴藏着经营者与国家休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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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诚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经过及概况及管理新浴一、二厂历年经营概况》，上海市档

案馆，案卷号Ｑ１９８－１－１。
１９４５年５月日军派兵进驻北洋纱厂部分区域，只是未及全部接收就遭逢战败，吞并北洋
纱厂之事遂作罢。河北省天津市民营北洋纱厂，１９５１０３２１，《对日敌暴行诉苦书》，天津市
档案馆，案卷号Ｊ０１４５－１－００００４１－００３。
以共同利益为号召、以传统共同体形态为模拟对象来生产工厂空间的做法其来有自。张

謇在１８９９年初创大生纱厂时，即模仿传统乡治精神，将传统地缘共同体之“乡约”规范和
“约”之精神移植入工厂，颁布《厂约》，其核心思想是以分工合作实现共同体利益，在此

基础上规定主管人员的职责、利益分配、奖惩原则、工资福利以及职员伙食标准、学徒学

习要求等规则（穆?、严学熙，１９９４：２１５－２１６）。所以，也可以从文化对行为之限定的角
度去理解恒源纱厂等企业的共同体思维，对工厂及其宿舍所具有的意义进行更深刻的理

解。



共、共渡难关的理念。

１９３７年后，天津沦陷，日寇推行经济垄断政策，计划吞并华北的纺
织工业，因而华商所经营的纱厂大多难以维持。在此期间，恒源纱厂上

下同心，勉力维持经营，为躲避日本人的频繁盘剥竭尽所能。１９４２年，
日军强令各厂减产，将棉花、多余纱锭和布机化为原料以供军用。恒源

纱厂被迫减产，此间女工仅上半工，早晨七点上班，十时下班，在剩下的

半天时间里，本埠劳工可以出厂回家，外埠工可以在厂休息或外出购

物。① 由于日寇在天津实行棉花和纱布统制政策，恒源纱厂自１９４３年
至１９４５年连年亏损。② １９４６年农历一月五日，恒源纱厂再次面临解
散，工人代表提议应为工人谋取解散后维持生计的费用，包括解散费、

路费、保厂慰劳金等。在论述保厂慰劳金的理由时，他们指出，“每人

每年三万元，缘抗战八年津地首先沦陷，同人等于敌伪种种压迫之下，

忍辱负重，历经艰辛，以冀保存国家元气，而副厂方殷殷之寄托：（１）当
日寇初临天津卫，杀入厂，其势汹汹，同人等舍命周旋，而厂中终少损

失；（２）民廿八年，津地大水，洪流所及，庐舍荡然，同人等尽力抢救机
器，丝毫无损；（３）民卅三年，日寇强索铁材，同人等冒大不韪，尽力隐
瞒敌方，而自迫索纱锭数量中，保留纱锭五千余枚”。③ 对于工人诉求，

恒源纱厂表示愿意代诚孚公司垫付，以“博取员工对我之好感”。④

在沦陷期间共度时艰的过程中，还有一位恒源纱厂的管理者卓有

贡献，那就是边守靖。边守靖历任恒源纱厂董事、董事长、董事长兼总

经理职务。抗日战争期间，他大义凛然，拒绝出任伪市长，拒绝与日资

合营，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共产党的抗日活动，恒源纱厂内的劳资关系始

也终没有像其他纱厂等那样矛盾重重。据其子边嘉珏（１９８９：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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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本统治期间，天津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工人生活大受威胁，很多工人每天下班后要去

蹬三轮、拉胶皮、卖纸烟、扛河坝或干其他劳动以糊口（周学辉、马镜轩，１９８７：７５）。
天津市政府社会局局长胡梦华，１９４６１１１３，《为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补办变更手续
事致经济部王部长的呈及对该公司董事长边洁清等的批（附该公司呈文）》，天津市档案

馆，案卷号Ｊ００２５－２－００１４２６－００９。
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３１，《工人罢工总工斗争材料》，天津市档案馆，案卷号 Ｊ０１４
６－１－００００１０。１９３９年天津大水，在工厂同人协力合作下，恒源纱厂损失较小；１９４４年，
日寇从恒源纱厂强行劫掠走近三分之一的纱锭。档案中提及的“解散”当为恒源纱厂２
月１日收回自营前的工厂整理工作。
天津市政府社会局局长胡梦华，１９４６１１１３，《为恒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补办变更手续
事致经济部王部长的呈及对该公司董事长边洁清等的批（附该公司呈文）》，天津市档案

馆，案卷号Ｊ００２５－２－００１４２６－００９。



回忆，留日经历使其父看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对教育和实业的重视，为他

的实业救国思想打下基础，而日本穷兵黩武的侵略行为则激发了边守

靖的民族意识，让他终生不与日本帝国主义合作。他不仅推动纱厂的

资产重组，支持曾伯康、卢统之担任纱厂要职，进行技术革新，还和纱厂

其他同人一起抵挡各种政治和经济压力，使恒源成为“唯一一个没有

被日商吞并的工厂”（康明，１９９９：２）。与之相较，天津的久大精盐厂、
永利制碱厂、宝成和华新纱厂均为日资低价收购，损毁严重（居之芬主

编，１９９５：９９４－１０１８）。抗战后的董事会议上，曾有多名代表提议为边
氏塑像，以表彰他在１９３５－１９４５年间排除万难保全工厂，竭力维护本
厂股东、工人权益的重要贡献。①

四、结语：从结构和情感的脉络中把握工人宿舍

中国近代急剧的社会转型使个体抽离于原有的家庭和乡村共同

体，原子化、陌生化带来的孤独、无助体验和社会失范现象迫切要求重

建新的共同体，以提供基本的安全感和确定性。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特
殊的地缘政治和时代变局也给工厂和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从工

人、工厂和国家所各自面对的困境出发，发现它们作为独立的行动者均

从各自的价值（或利益）角度提出了应对危局的方案。这些方案在宿

舍这一空间内发生交叠，使宿舍成为按照一定文化模式予以营造的场

所，具有了住居之外的复杂含义。所以，工人宿舍承载着不同行动者的

文化创造。女工将宿舍视为血缘、地缘共同体在城市生活中的延伸，寄

予着她们对家园和安全的想象。通过对宿舍制度的灵活运用，女工将

宿舍构建成为适宜栖居的场所。基层管理者的朴素共情和情感投射源

于他们的多重角色扮演和日常生活中的模糊地位，而高层管理者的家

国责任感和民族国家意识则推动其注意力向下，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

任，以达成共度时艰、实业救国的目标。作为具有自主性特征的国家代

理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国家竞争、民族危机和政权合法性建设

压力下，选择采取劳资两利的政策措施，以达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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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天津市政府社会局局长胡梦华，《章程会议录等》，天津市档案馆，案卷号 Ｊ００２５－２－
００１４２６－００９。



度环境作用下，行动者联盟得以形成（拉克曼，２０１３：１－３７）。近代分
散化的权力分布使政府难以采取统一的强制措施，不得不与工厂和民

众一起应对民族危局；而工厂在内外部因素作用下，也无法独自面对外

国资本冲击、市场动荡、工人罢工等状况，需要将国家利益和工人诉求

纳入考量范围；工人群体作为弱势群体，可以策略性地选择合作对象，

达至自身目标。就宿舍共同体而言，多元行动者如政府官员、工厂主、

基层管理者、女工之间不同的合作和结盟关系推动了宿舍共同体的生

产，实现了宿舍的结构化过程。随着众多行动者加入宿舍空间的文化

营造，宿舍共同体除了情感共同体、社团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之外，还承

担起部分政治共同体或国家命运共同体的任务，这是那个时代所造就

的特殊现象。

在探索结构时，也不能忽视对情感的关注，生活逻辑深刻地影响着

结构之下的组织重构和社会变迁。顾德曼在研究上海同乡组织的时候

指出，同乡情感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同乡组织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都市

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它们之所以如此显著而持久，原因就在于它们在

应付城市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压力时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应用性

（顾德曼，２００４：１、３）。微观层面的情感互动对中观和宏观社会结构产
生效应的问题早已被社会学理论所关注（乔纳森，２００９：１６０－１６４）。
情感是塑造宿舍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它不断给宿舍赋予新的意义。通

过集体居住和社团活动而形成的共同体情感，在持续唤醒并累积宿舍

共同体发展条件的同时，也推动女工形成对工厂乃至国家的情感依恋

与承诺。此外，女工在情感方面的追求对社会现代化具有特殊意义。

她们对宿舍共同体的情感要求并不囿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这样简单的共同体生存层次。传统社会将女性定义为阴性，置

于从属、服从、被动、消极的位置上，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因此女性与

处于积极意义范畴的男性、企业管理者、政府官员的关系也被定义为消

极的，这对其公共生活中身份、地位的近代转型带来了不利影响。工厂

的车间管理也延续了传统社会中的这一消极关系模式，女工成为理所

当然的下属、被管理者，作为生产线上的一部分而受到严格管理。但

是，在宿舍共同体空间中，女工通过表演剧目、参与俱乐部活动、组织社

团活动等丰富的集体生活，不仅自身潜能获得了发掘与释放，受到了家

人的重视和工友、经理的赞许；更重要的是，集体活动展演通过身体实

践内化为女工的自我意识，让她们领悟到积极的生命意义，认识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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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家庭角色之外的社会角色，推动她们成为有主见、能自立、思想

解放的新女性。在群体层面上，集体活动的开展和友谊关系的建立，增

强了女工之间的情感关系联结与组织化程度，促进了女工的身份认同

和归属感的建立。就此而言，女工的宿舍共同体不仅是小群体的情感

共同体以及国家命运共同体具体而微的体现，也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

载体。

同一时期的工厂由于存在行业、规模、所有制结构等种种差异，对

它们所能提供的宿舍福利供给及其诠释显然不能一概而论。从文明教

化空间、宿舍劳动体制到宿舍共同体，劳工宿舍这一工业化社会的物质

设施在不断变换着姿态，把这些范畴不假思索地应用到相关研究的分

析中是非常危险的。对宿舍的文化定义取决于对结构和情感的理解。

要适切地理解宿舍或居所的文化意义，需要不断地回到工业化的具体

结构和变迁中去，探究行动者的情感取向抑或更广泛意义上的心态。

惟其如此，才能明晰各种结构在形态上的复合、共存、交汇关系是如何

影响到宿舍再生产的，了解行动者的选择和路径依赖是如何引导宿舍

再生产方向的。也就是说，在劳工宿舍研究中，“结构”当然是不可忽

视的领域，而行动者对于结构的“即兴创作”，以及角色预期和正式制

度对行动者意图和惯习的影响，都需要从情感的维度来进一步研究和

思考。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以女工为中心，着力探求女工是如何在

复杂的正式制度和历史场域中创造性地营造有利于日常生活的非正式

制度的，进而以此来理解城市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制度再造现象。

裴宜理认为，居住场所、居住环境对于人的身份建构有着重要意

义，宿舍等工人住宅条件的改善将发展工人的市民身份概念（郭台辉

编著，２０１８：３４２－３４３）。在宿舍共同体中，女工受到血缘、地缘等地方
性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接受来自政治和企业层面的引导，产生新的社会

身份认同，这是必然的趋势。在后工业化时代里，宿舍空间里的资本逻

辑不断挤压生活逻辑，使其丧失应有的栖居功能，迫使新移民处于城市

的无根状态，这不利于市民身份的产生，更激起人们对情感、安全与自

由的渴望和对共同体的迫切追求。宿舍只是解决工人居住问题的过渡

方案，良好的宿舍环境、福利供给和文化营造有助于提高工人对工厂和

城市的认同。按照时代要求，重视人们的共同体情感需求，传承休戚与

共、互利合作的共同体精神，重构与共同体建设相关的多元权力关系，

发掘共同体关于自由和安全的价值，或可为破解当下“宿舍劳动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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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提供借鉴，也可为做好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建设工作打下良好的基

础。城市管理者应该富有远见地认识到，作为社会关系最为密集的聚

居空间，城市应该通过组织再造和文化再造，为陌生疏离的新移民个体

提供自我演绎和联结的空间。企业也应该承担起相关社会责任，拓展

相关福利实践活动，为工人归属感和身份感的重建发挥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近代中国历史始终隐现着“民族”社会纽结的话，“文化营造”也

为当下中国各种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新的联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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